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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以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為例，探討生物性災難對於醫療照護人員的影響，找出影響心理健康的危險

及持續因子。方法：研究對象為台灣南部某教學醫院、曾於 SARS 高峰期間接觸或

照護疑似案例之 135 名工作人員。所有個案均需完成華人健康問卷、艾氏人格問卷

與雙親教養態度量表，並於一年後進行追蹤，再次接受華人健康問卷之評量。結果：

初次評量呈現身心不適症狀者有 22 位（17.3%），無明顯身心症狀者 105 位（82.7%），

一年後身心症狀持續的人數降為 19 位。結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個案若知覺母親在其

成長過程中給予較多的關懷，可降低遭遇壓力事件後的身心不適情況，而過度的保

護則可能造成神經質人格傾向，並間接影響災後的心理調適狀況。神經質傾向與母

親過度的保護可能是不適症狀持續而未能緩解的影響因子。結論：神經質人格特質

以及母親的教養態度對 SARS 照護人員的心理健康有負面的影響，且為造成症狀持

續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結果可提供作為災後心理復健計畫之個案評估及介入處遇的

參考。 

 

關鍵詞: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生物性災難，神經質人格，依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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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took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s 

the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bio-disaster on healthcare workers in Taiwan. The 

possible predisposing and perpetuating factors in developing mental symptoms were 

investigated. Methods: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135 healthcare workers who had 

contacted with or took care of patients who were probable or suspected as the cases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at a teaching hospital in 

southern Taiwan.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complete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and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In 

addition, they were required to retake the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after one year. 

Results: The initial result showed that twenty-two participants (17.3%) developed 

significant mental symptoms, and 105 participants (82.7%) did not show any obvious 

symptoms. After one year,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o had the sustained mental 

symptoms decreased into 19 from 22. The resul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howed 

that if participants perceived greater care from mother during participants’ growing; 

hence, it would reduce the impact on participant’s mental health when they suffered the 

stress from SARS. On the other hand,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could result in neuroticism, 

as the result, it would influence mental adjustment indirectly after the disaster. The 

tendency of neuroticism and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might be the factors in showing 

sustained mental symptoms. Conclusion: Both neuroticism and maternal attachment 

influenced the mental health of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e SARS epidemic; moreover, 

they were the factors to cause the sustained symptoms. The results can be a helpful 

reference for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healthcare workers facing 

disaste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ttachment, bio-disaster, neuroticism,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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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大災難（disaster）與其他類型的創傷事件一般，皆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主要

類型涵蓋了自然以及人為引起之重大災禍。近期如在臺灣、南亞所發生的大地震，

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紐奧良卡崔娜颶風，以及讓許多國家防疫體系備受衝擊、

人民生命飽受威脅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等，皆引發民眾極度的恐慌，並造成相當嚴重的傷亡；尤其如 SARS 之生物

性災難，因具有高度的傳染性及致死率，對人們身心健康以及人際關係的影響更加

深鉅。而此類型之重大災難，帶給人們的衝擊是屬於一種不可抗拒、具侵略性的重

大壓力，會影響我們各方面的能力與身心功能的運作，並引發憤怒、無效能、淡漠

以及憂鬱等症狀，在職場上即可能造成耗竭（burnout）的情形，而“compassion 

fatigue＂（因過度曝露於痛苦之中而造成憐憫心或同情心之喪失）即是除了前述症

狀之外，屬於醫療照護專業人員的特異症狀類型（Joinson, 1992）。 

對於在這些事件中得以存活下來的個體或是協助救災的人員而言，在經歷極大

的壓力與危機後，身心所遭受之衝擊實非他人所能體會，亦可能因而罹患創傷後壓

力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或其他共病之精神疾患，不適症狀可

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影響個體正常的生活功能。 

自西元 2003 年 2 月亞洲出現第一例 SARS 個案之後，SARS 病毒快速地擴散侵

襲全球，全世界超過 8000 人遭受感染，造成 800 多人死亡 (Hussein, 2004)。在台灣，

同年 4 月 24 日，和平醫院因爆發 SARS 的院內感染致使封院，將醫療工作人員、病

患，以及照護病患之家屬等與外界隔離。而截至 2003 年 7 月 24 日，疾病管制局所

記錄之通報案例中有 671 可能或疑似案例，共 84 名病患因感染 SARS 死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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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8 位醫療人員 (Tzeng, 2003)。SARS 疫情爆發後，一連串的感染、死亡報導不

斷地出現在報章雜誌以及網路、電視等傳播媒體上，不僅引發全國人民的恐慌，亦

造成醫療人員莫大的壓力，尤其是第一線的救護人員。 

從同樣遭受 SARS 疫情波及的加拿大多倫多地區所進行的一項調查顯示：129

名居家隔離者中，有 28.9%呈現 PTSD 症狀，有 31.2%的人則有憂鬱的症狀出現

（Hawryluck, Gold, Robinson, Pogorski, Galea & Styra, 2004）；另一研究則指出參與

照護工作且曾居家隔離的醫療人員有被污名化、害怕以及挫折等感受（Robertson et 

al., 2004）。在新加坡方面，一項針對某一區域醫院所進行的研究顯示，在 661 名醫

護人員中，有 27%呈現身心不適症狀（醫師、護士在各自的群體中各佔 35%及 25%），

20%則罹患創傷後壓力疾患（Chan & Huak, 2004）。至於臺灣地區，一項針對 1257

名醫療人員所進行的調查研究顯示：在 SARS 高峰期，超過 3/4 的受訪者認為因工

作之故，致其處在可能遭受感染的危險環境中，且備感壓力；而此群體的精神疾病

盛行率高達 75.3%，為一般人的三倍（Chong et al., 2004）。因此，若未能及時提供

諮商輔導或治療等介入處遇，並持續追蹤，對於個體的身心健康以及間接所耗費的

社會成本都有相當大的影響。 

大部份災禍的生存者及救護人員往往會經歷數天或數星期的正常壓力反應（或

稱危機反應），影響層面包括情緒、認知、身體以及人際方面。個體可能會有震驚、

恐懼、悲痛、氣憤、失落等情緒反應，混淆、注意力不集、自責、失去記憶等認知

反應，緊張發抖、嘔吐、失眠、食量改變等身體反應，以及缺乏信任感、易受刺激、

易起衝突、失去親密關係能力的人際反應（藍，2003）。很明顯的，個人經歷突如其

來的災禍或意外事件，不僅會有極大的壓力，而且更有如臨大敵的危機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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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但若個體的復原狀況不佳，則可能導致一些不適應症

狀出現。研究顯示個體於災難後常會出現一連串的身心反應，雖然每個個體的反應

可能會有些許的不同（Horowitz, 1986）。從相關的研究顯示，在經歷創傷事件後，

隨著時間的消逝，有些人的症狀仍舊持續存在，但有些人卻獲得改善，正常壓力反

應會經由調適而漸緩解，將負向的壓力（劣壓，distress）轉為正向的壓力（優壓，

eustress），提高復原力（resilience），使其能夠不受危險因子的影響，回復以往的適

應、競爭能力，繼續發揮原來的生活功能（Garmezy, 1993），顯示某些影響因素間

的相互作用可能是造成上述差異的主要原因，諸如個體的人格特質、人際支持系統、

對壓力的因應模式等皆可能影響個體的預後狀況（McFarlane, 1994）。 

而除了上述的影響因素，許多研究報告並指出 PTSD 的症狀與個體的心理健康

是息息相關的（Glynn, Asarnow, Shetty, Elliot-Brown, Black & Belin, 2003），個體對

創傷後壓力的反應程度及心理調適狀況亦與其雙親的教養態度有關：父母若給予溫

暖的關懷、少拒絕的正向對待方式，個體的壓力反應較低（Ruchkin, Eisemann & 

Hagglof, 1998）、有較佳的心理調適（Punamaki, Qouta & el Sarraj, 1997）。此外，

Bowlby 在其研究報告中亦指出個體於年幼時期，雙親的教養態度及親子間的互動方

式對其人格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而人格特質又是影響個體未來處理事務及因應壓

力的主要因素（Bowlby, 1977）。 

有別於其他重大創傷事件，諸如 SARS 之生物性災難因具有高度的傳染性及致

死率，因而造成人們極度的心理恐慌，對和他人的接觸避之唯恐不及，嚴重影響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對於照護 SARS 個案的醫療工作人員而言，處在極有可

能受到致命性感染的環境，所承受的身心壓力更是超乎他人所能體會與想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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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類型的災難對於個體本身、家人、社會，以及對疫情的緊急應變措施與災後心

理復健的影響皆可能與其他災難之處置有極大的不同。 

從相關的追蹤研究顯示：在經歷災難事件後，個體通常會先出現害怕與焦慮的

症狀，經過些許時日後即會緩解，而憂鬱及其他的心身症狀則較晚出現，持續時間

則較長（Shioyama et al., 2000）；此外，如前所述，倘若此些心理困擾能得以適度地

調節，即可增加個體的復原力、降低災難事件對個體的身體健康所造成負面的影響

（Reacher et al., 2004）。 

然而，就生物性災難而言，雖已有許多研究探討該災難對病患或醫療人員所造

成的心理衝擊，但哪些因素是致使個體在災後出現身心不適症狀的影響及持續因

子，至今尚不清楚。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針對 SARS 此一突發性的生物災難進行

追蹤調查研究，瞭解此類生物性災難對於照護病患之各專業醫療工作人員的影響，

找出可能造成個體身心不適症狀的危險及持續因子，以提供有關災後心理復健計畫

之個案心理狀態評估及介入處遇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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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台灣南部某教學醫院之工作人員，並於 SARS 高峰期間曾接觸或照

護疑似案例者。 

本研究分兩階段收案，第一階段自西元 2003 年 7 月至 2004 年 3 月，總計 135

人；同意完成問卷者有 130 人、拒訪者 5 人；扣除無效問卷 3 份，得有效問卷 127

份，問卷可用率為 94.1%。其中包含照護人員：男性醫師 24 人，平均年齡為 36.46

歲（SD=6.72）；護理人員 49 人（男性 3 人、女性 46 人），平均年齡 31.63 歲（SD=5.45）；

以及其他曾接觸過個案之工作人員 54 人，平均年齡 31.11 歲（SD=7.64）（男性 26

人、女性 28 人；含檢驗師、放射師、呼吸治療師、救護接送人員、掛號員、清潔人

員等）。第二階段則在初次評估一年後進行追蹤調查，所有個案再次接受心理健康狀

況的評量；其中 1 人拒訪、3 人失聯（醫師 2 人、護理 1 人、其他工作人員 1 人），

完成追蹤調查人數總計 123 名（96.9%）（Table 1）。 

由於不易以曝露（exposure）的危險程度作為分組之依據，因此本研究以職業

別進行分組。 

 

研究工具 

一、基本資料問卷與同意書： 

施測者於說明問卷資料的保密性與用途，並徵求個案同意後，予以簽署同意書。

基本資料包括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以及個案在 SARS 高峰期與緩解

期所承受之壓力的開放性問題，並於一年後追蹤調查時再加註此一年內是否曾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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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工作等方面遭遇重大壓力。 

二、雙親教養態度量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 

本量表原由 Parker 於 1979 所編訂，於民國 88 年修訂建立為中文化的雙親教養

態度量表，其為一自陳式四點量表，分“非常不符合＂、“不符合＂、“符合＂、

“非常符合＂四個等級，計分為 0 至 3 分，共 25 題。同一問卷由受試者作答兩次，

回憶父親、母親於其 16 歲前對受試者的管教態度。量表中包含關懷因素 12 題，保

護因素 13 題，其中 12 題為反向題，經由得分高低可以得知父母親對於子女的關懷

與保護程度，本量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為 0.65～0.73，再測信度為 0.66～0.88

（Shu, Lo, and Lung, 1999）。 

三、艾氏人格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本量表為 Eysenck 以人格特質為基礎所發展出的人格量表（Eysenck & Eysenck, 

1975），主張人格有三大面向，即精神病質（psychoticism，P）、外向性（extro-version，

E）、和神經質（neuroticism，N），量表中並有一測謊分量表（lie scale，Ｌ），可得

知問卷內容的可信度。民國 83 年經陸洛修訂建立中文版，包括兩個向度：外向性

14 題、神經質 11 題，總計 25 題，量表分數愈高則相對應之特質傾向愈大。本問卷

之 Cronbach alpha 值為 0.90，已建立良好之效度（Lu, 1994）；其中之神經質向度在

8 個月後（Cramer, 1994）、1 年後（Knowles, 1960; Simon & Thomas, 1983）及 10 年

後（Costa & McCrae, 1977; Ormel & Wohlfarth, 1991）的追蹤研究結果皆顯示具相當

高的再測相關性。 

四、華人健康問卷（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CHQ） 

本問卷由鄭泰安與 Williams 於 1986 年參考 Goldberg 所設計 30 題之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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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Questionnaire（GHQ），並加入國人文化之各項問題，應用於三個不同樣本後，

再經由多次區辨功能分析（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篩檢出適當的問題而成，

總計 12 題，為自陳式四點量表，從「一點也不」、「和平時差不多」、「比平時較覺得」

至「比平時更覺得」，以 0-0-1-1 計分(Goldberg, 1972; Goldberg & Williams, 1988)。

除了以總分反應精神病理的嚴重程度之外，另以 ROC 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求得切分點 2/3 (the best compromise between high sensitivity and a low 

false-positive rate)，為適用於社區精神疾病盛行率調查（psychiatric morbidity）之界

斷分數。此外，問卷題目以因素分析的方式可將之分為三個因素：身體症狀（somatic 

symptoms）、焦慮及擔心（anxiety and worrying），以及憂鬱或家庭關係不良（depression 

/ poor family relation）。本問卷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 0.79（Cheng, Wu, 

Chong & Williams, 1990）。 

 

實施程序 

為降低因回憶所造成的偏誤（recall bias）以及其他可能的混淆變項（confounding 

factors），本研究在 2003 年 7 月 SARS 疫情已受到控制、穩定下來時即開始進行調

查。在此之前，研究案已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IRB）之審核，個案在填具同意書

之後均需完成基本資料表、雙親教養態度量表、艾氏人格問卷以及華人健康問卷，

並於初次評量之一年後，所有個案再次填寫華人健康問卷，完成心理健康狀況之追

蹤調查。 

 

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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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PSS 10.0 for Windows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SPSS, Chicago, 

IL)。以 Chi-square 及 One-way ANOVA 進行三組個案之人口學變項以及各項評量的

比較。另以多變量線性迴歸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從個案

的人口學變項以及雙親教養態度、人格特質來檢視在 SARS 災難後個案的心理健康

狀況，並以 Paired-samples t test 分析比較兩次心理健康評量的結果以及兩者間的相

關性。此外，以 AMOS 5.0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運用迴歸分析、徑路分析（path analysis）的方式來檢測各

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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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在雙親教養態度、人格特質以及心理健康（初次及追蹤評量）方面，三組個案

之皆無明顯差異：在雙親教養態度的「父親關懷」向度，醫師組之平均值為 22.54，

護理人員 22.49，其他人員 22.69（F=0.02，P=0.985）；醫師組「父親保護」向度的

平均值為 12.21，護理人員 13.16，其他人員 13.67（F=0.79，P=0.457）。在「母親關

懷」向度，醫師組之平均值為 25.33，護理人員 24.24，其他人員 23.74（F=0.96，

P=0.387）；醫師組「母親保護」向度的平均值為 12.21，護理人員 12.41，其他人員

13.96（F=1.53，P=0.220）。 

在人格特質方面，醫師組的「外向性」向度平均分數為 7.46，護理人員 8.88，

其他人員 8.02（F=1.68，P=0.191）；醫師組的「神經質」向度平均得分為 2.75，護

理人員 2.84，其他人員 3.70（F=1.71，P=0.185）。 

在心理健康方面，於第一階段的評量中，醫師組 CHQ 的平均值為 1.63，護理

人員 0.80，其他人員 1.69（F=2.45，P=0.091）；呈現身心不適症狀者（CHQ≥3）有

22 位（17.3%），醫師 5 人、護理人員 5 人、其他工作人員 12 人；無明顯身心症狀

者 105 位（82.7%），醫師 19 人、護理人員 44 人、其他工作人員 42 人（χ2=2.84，

P=0.241）。第二階段，醫師組平均值為 0.59，護理人員 1.02，其他人員 1.49（F=2.11，

P=0.126）；呈現身心不適症狀者（CHQ≥3）有 19 位（15.4%），醫師 2 人、護理人

員 6 人、其他工作人員 11 人；無明顯身心症狀者 104 位（84.6%），醫師 20 人、護

理人員 42 人、其他工作人員 42 人（χ2=2.14，P=0.343）（Table 1）。 

另從初次與一年後追蹤的心理健康狀況評量顯示：個案在兩次華人健康問卷的

總分以及「身體症狀」、「焦慮及擔心」、「憂鬱或家庭關係不良」三個向度的分數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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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顯著差異，兩次評量之間具有高度的正相關（P<0.001）（Table 2）。 

此外，在初次與追蹤評量期間，曾遇生活、工作等方面壓力事件者，22 位醫師

有 7 位（31.8%），48 位護理人員中有 13 位（27.1%），53 位其他工作人員中有 18

位（34%），三組無明顯的差異（χ2=0.569，P=0.752）。 

 

多變量線性迴歸 

採用多變量線性迴歸的分析方法，從個案的年齡、性別、教育程度、組別、婚

姻狀況以及雙親教養態度、人格特質等變項來預測在 SARS 災難後個案的心理健康

狀況。進行追蹤調查資料分析時，以第二次華人健康量表之總分為依變項，第一次

的評量分數則加入前述預測變項中進行分析。 

第一階段調查結果顯示：個案的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組別以及

與經歷災難後的心理健康狀況無明顯的關聯存在，但從雙親教養態度的「母親關懷」

向度以及艾氏人格問卷之「神經質」傾向可預測個案的心理健康狀況：個案的神經

質傾向愈高，心理健康狀況愈差；反之，母親關懷程度愈高，心理健康狀況愈佳。

而在一年後的追蹤調查則顯示個案的心理健康狀況與其神經質傾向、一年內是否有

重大壓力事件、以及早年父親的關懷態度有關。個案的神經質傾向、父親的關懷程

度愈高，或是一年內有壓力事件發生，在華人健康問卷的得分愈高，對心理健康有

負面的影響（Table 3）。 

 
結構方程模式 

從迴歸分析的結果雖可得到影響個案心理健康的危險因子，但仍希望藉由結構

方程模式來澄清各因子所具有的影響力及所佔的角色。在此，將醫師（G1）、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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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G2）、其他工作人員（G3）三組個案重新分組，以下列的方式來檢視兩組間

的關係：G1 與 G2+3；G1+2與 G3；G2 與 G1+3。 

第一階段評量的最終結構模式結果顯示：G1 與 G2+3 的心理健康狀況僅有些許

不同，但未達顯著差異（P=.840, AGFI=.981），G3 與 G1+2之間亦未呈現明顯的差異

（P=.435, AGFI=.955）。 

而從 G2 與 G1+3分組方式所得之結構模式中，神經質傾向以及心理健康的解釋

量各為 13% 及 38%，P 值大於 0.05 (P=0.757)，AGFI=0.975（adjusted goodness-of-fit 

models），驗證了此結構模式的真實性，呈現出不同專業、個案與母親的依附關係、

以及個案本身的神經質傾向對其在災後之心理健康狀況的影響（Figure 1-a）。 

從最終模式結果得到以下的發現：在與雙親的依附關係方面，母親的關懷向度

以及職業別對個案的不適症狀有負向且直接的影響（β=-0.18, P=0.011；β=-0.14, 

P=0.045）；母親的保護程度對個案的神經質傾向有正向的直接影響（β=0.36, 

P<10-4），而神經質傾向對個案的不適症狀亦呈現正向的直接影響（β=0.54, P<10-6），

亦即母親的保護程度對個案的不適症狀有正向的間接影響（β=0.30, P <10-4），同樣

地顯示出在成長過程中若缺乏母親的關懷或母親過度保護，則個案在災難創傷後的

心理健康狀況較差，且護理人員相較其他工作人員呈現較佳的健康狀況（Figure 

1-a）。 

在初次評量的一年後追蹤結果則發現母親的保護程度、個案的神經質傾向以及

心理健康三者間的關係同第一次評量：母親的保護向度對個案的神經質傾向有正向

的直接影響（β=0.36, P<10-4），而神經質傾向對個案的不適症狀亦呈現正向的直接

影響（β=0.33, P<10-4）；然而，母親的關懷程度則未見如初次評量時對個案心理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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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影響關係。再者，在追蹤的一年時間當中，個案若有其他的生活壓力事件，則

對個案的心理健康有負面的影響：壓力事件對個案的不適症狀有正向的直接影響關

係（β=0.29, P<10-3）。此外，個案在兩次的心理健康狀況評量方面則未見兩者之間

有明顯的關聯存在（Figure 1-b）。 

因此，圖 1-c 即呈現華人健康問卷的所包含的三個向度：身體症狀、焦慮及擔

心、憂鬱或家庭關係不良，來檢視和其他變項間的關係。所得結果有以下的發現：1）

在心理健康方面，第一次評量的三個症狀向度對一年後相同的症狀皆有正向的影響

關係（身體症狀：β=0.47, P<10-4；焦慮及擔心：β=0.22, P=0.004；憂鬱或家庭關係

不良：β=0.29, P<10-4）。2）將不適症狀分類後，即未見雙親依附關係與個案本身神

經質傾向所造成的影響。3）護理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在初次評量之心理健康的差異

主要是在身體症狀方面（如頭痛、心悸、胸部不適、手腳發麻），護理人員在此方面

的抱怨較少或症狀較輕微（β=-0.18, P=0.010）；而在 SARS 過後進行追蹤評量時，

護理人員的焦慮及擔心明顯較其他工作人員高（β=0.18, P=0.012）。4）個案在第一

階段的評量若有憂鬱或家庭關係不良的情況對一年後其身體症狀有負向的影響

（β=-0.28, P=0.002）。5）在追蹤期間如遭遇生活重大生活事件，則易引發身體健康、

焦慮與擔心、憂鬱或家庭關係不良等身心不適症狀（β=0.24, P=0.002; β=0.19, 

P=0.026; β=0.23, P<10-4）（Figure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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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西元 2003 年 3 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襲擊台灣，感染的情形迅

速地從北部擴散到南部地區，致使國人身心健康飽受威脅。雖然台灣南部的疫情較

北部為輕，但全國人民皆籠罩在可能受到感染的陰影下，尤其是服務於醫療院所的

工作人員。 

在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國人對 SARS 瞭解不深，且缺乏相關的防疫知識，醫

療院所亦缺乏足夠的設備及完善的檢疫流程；在疫情的高峰期，誰也不敢斷言自己

不會受到感染，即便是在疫情較輕的南部地區。本研究即欲瞭解在經歷如前述的高

度壓力狀況之後醫療工作人員的心理調適狀況，並找出相關的危險及持續因子，提

供有關災後心理復健計畫之個案心理評估及介入處遇之參考。 

第一階段研究結果顯示：在 SARS 疫情穩定後，醫療人員呈現身心不適症狀者

僅佔 17.3%，如扣除主訴當時處在其他壓力狀況之 3 位個案，則比例降至 16%，遠

低於前述張明永等人所報告在急性壓力期 75.3%呈現有健康問題的比例（Chong et 

al., 2004），顯示在疫情受到控制後，大多數人自覺並無明顯身心不適狀況。從與個

案的訪談內容大致可歸納以下的結論：1.在疫情初期，防疫知識及措施皆不足，因

應的政策亦未明朗化，以致較無所適從；但之後情況大致穩定，按醫院所擬定的感

控流程工作即無太大的壓力。2.於疫情的高峰期間，雖然工作壓力較大且擔心遭到

感染，但家人大多可體諒並給予支持，對情緒的穩定有所幫助。3.在整個事件中，

相較於疫情較嚴重的北部地區，本研究之個案所承受的壓力負擔相對較低。4.疫情

受到控制之後，急性壓力解除，身心不適症狀亦大致緩解。 

如前所述，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生物性災難對醫療工作人員的心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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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負面影響的危險及持續因子。從第一階段多變量線性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神

經質傾向以及母親的關懷程度為心理健康的重要影響因子，而在一年後的追蹤調查

則未顯示母親依附關係的影響，而是在父親的關懷程度。造成上述差異的原因可能

是由於迴歸分析的結果僅能呈現出變項間的直接影響關係（近因或觸發因子），間

接影響因子（遠因）常無法被檢測出來，並且可能會出現假性的關聯

（pseudo-association）。因此，本研究另採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來探究各變項間的

徑路關係。 

從第一階段的結構方程模式最終分析結果得知：在個案的成長過程，母親若給

予較多的關懷，可降低個案遭遇壓力事件後的身心不適情況，減少憂鬱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母親的過度保護則可能造成個案人格上的神經質傾向，並間接影響其心

理健康的調適狀況，顯示神經質人格、缺乏母親關懷，或是母親過度的保護皆可能

是對個體心理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的危險因子。此結果與前述 McFarlane、Punamaki、

Ruchkin 等人的研究發現大致相同（McFarlane, 1994; Punamaki et al., 1997; Ruchkin 

et al., 1998），但更進一步指出在雙親教養態度方面，影響此群體在疫情之後心理健

康狀況的因素主要是和母親間的依附關係，而在和因應壓力有關的人格特質方面則

是受神經質傾向所影響。 

國外研究文獻指出，嬰幼兒在 6 個月至 3 歲時期是建立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的基礎與關鍵時期，而個體對人際的信任則取決於其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依

附關係（Stein & Call, 2001）。一般而言，個體在嬰幼兒發展階段的主要照顧者通常

是母親；而如前述，個體人格特質的塑成與心理調適能力會受其與雙親的依附關係

所影響（Bowlby, 1977; Punamaki, Qouta & el Sarraj, 1997），此些因素即可能是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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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面臨生命遭受威脅的重大壓力時，其人格特質以及壓力因應的反應模式會受到早

年與母親依附關係影響的主要原因。 

而在人格特質方面，許多的研究結果指出神經質人格為產生心理困擾

（psychological distress）的前置因素（Eysenck & Eysenck, 1985; Ormel & Wohlfarth, 

1991; Rodgers, 1990），且神經質傾向愈高，愈容易因壓力而罹患精神官能症（Eysenck 

& Eysenck, 1985）。本研究結果亦顯示神經質傾向對個案在災後的心理健康狀況會

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此與前人的研究結果相符，證實神經質人格對於個體在遭遇

壓力時的心理健康狀況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從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結果另顯示出護理人員相較於其他工作人員有較佳的心

理健康狀況，此結果可能與個體本身的醫療知識、工作環境、可能感染途徑以及所

接受的感控訓練等因素有關（Chua et al., 2004; Huang et al., 2004），亦可能因對醫療

照護工作的使命感所致或是處在無法抗拒的情況下而坦然接受，上述種種原因皆可

能降低壓力所帶來的焦慮及其他不適症狀；相反地，醫師的壓力則來自醫療糾紛以

及觸犯刑法所帶來的問題，但確實之原因仍待進一步釐清。 

研究資料顯示在創傷事件一年後，診斷為 PTSD 的個案人數會降低，但少數人

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McFarlane, 1994）。相較於張明永等人在 SARS 高峰期所進行

之調查研究的結果（Chong et al., 2004），本研究在疫情一受到控制（距張等人研究

之 2 個月後）所進行的調查中，醫療照護者的心理健康狀況出現問題的人數比例明

顯較低；然而，雖然持續有心理健康問題的個案數不多，但有關單位（如衛生機關）

仍應持續追蹤，提供所需之心理支持或介入處遇，預防個案症狀的持續與惡化。 

因此，我們在初次評量的一年後進行心理健康狀況的追蹤調查，結果發現在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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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評量的總分以及身體症狀、焦慮及擔心、憂鬱或家庭關係不良三個次向度的分數

皆無顯著的不同。進一步探就其中的關係，從開放式問題的回答中顯示造成個案不

適症狀持續的原因主要來自這一年內所遭遇的一般重大生活壓力事件，而非源自

SARS 疫情。然而，就前人的研究結果顯示：個體先前所遭遇的創傷壓力很可能會

影響其對後續壓力的易受性（vulnerability）（Blum, 1996），Maunder 等人的研究則

指出害怕健康遭受影響、社交孤立以及工作壓力為 SARS 造成醫護人員心理壓力的

三個重要因素（Maunder et al., 2004）；而在本研究中，個案在兩次評量期間所遭遇

的壓力事件同樣亦涵蓋了工作方面的壓力。因此，我們無法斷然地以二分法的方式

對造成個案前、後期不適症狀的原因作不同的分類，此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加以

釐清。 

另從追蹤調查資料之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結果來看（Figure 1-b），母親的保護

程度、個案的神經質傾向以及一年後的心理健康狀況三者間的路徑關係和初次評量

所得相同，顯示母親的保護程度與個案的神經質傾向可能是造成不適症狀持續存在

的危險因子。然而在此結構模式中，母親關懷程度對個案心理健康的影響力已不復

見，此差異是否源於兩階段的壓力性質不同（前者會危及生命安全、後者則為一般

生活壓力事件）？亦有待進一步的研究來證實。 

此外，若將心理健康狀況評量細分，則原先母親保護程度以及神經質傾向的影

響力即未呈現，此情形可能是因進行分類後，分散了母親保護程度與神經質傾向的

影響力，致使各個次向度健康狀況的負荷量減少，而未能看出其間的關係（Figure 

1-c）。 

由於本研究在收案過程中仍有未盡完善之處，有些影響因素並未納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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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可能造成在研究結果的解釋上會有所限制。在此將其分述如下：1）無對照組

以進行比較（如未照護疑似或可能案例之醫療工作人員），然本研究之重點旨在探討

生物性災難對可能因照護病患而受到感染之醫療人員的心理健康所造成負面影響的

危險及持續因子，因此對研究之結果並不會有太大的影響；2）不同的照護時數對個

案造成的壓力程度可能有所不同，且即使同一專業，每個人的工作時數亦可能不同；

3）有些會診之醫療人員並未納入收案名單內，如精神科醫師及護理人員；4）本研

究並未收集有關病患的社會人口學資料（如照護年幼的患者、曾目睹病患死亡），此

些資料可能對照護者之心理健康受到衝擊的程度有所影響。在未來的研究中，上述

議題應進一步加以探討。 

再者，由於醫師與護理人員在其專業訓練過程即被教育必須堅守職責、以維護

病患的健康為己任，因此在服務病患的過程中即容易產生自我犠牲的意識，而忽略

了對自己的照顧，並容易出現如前述之 compassion fatigue 的情形。然而，僅以自陳

式的評量工具通常無法呈現這些較深層的內在動力機制，需藉由深入會談（in-depth 

interviews）或其他較為客觀之評估工具（如投射測驗）方能更真實地呈現出此些內

在機制，並有助於釐清需要幫助者的問題核心，以提供適切的介入處遇，而此點亦

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 

對於醫療工作者而言，若能適時地接受感染控制訓練，並學習如何適當地處理、

疏解壓力，將有助於提升醫療人員因應壓力的能力，以足夠面對未來可能發生的類

似突發狀況、維護自身的身心健康，如此方能進一步地提供服務、協助需要醫療照

護的社會大眾。尤其目前全球各地正面臨禽流感的威脅，其在病患在尚未出現發燒

症狀前即具感染力，不像 SARS 能以“發燒 38℃以上＂此前驅症狀進行初步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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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區辨是否具感染性，因此更加重對醫療工作者身心健康的威脅。禽流感疫情所

引發的效應已從東南亞地區開始漫延到歐洲。雖然臺灣目前尚未出現案例，除了做

好一般的防疫措施之外，醫療人員身心健康的維護亦應是預防工作的重點之一；在

疫情發生、擴散之前即需先作好準備，以預防、降低可能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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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the results of assessment variables in physicians, 

nurses and others of medical members group (N=127) 

 Physician (N=24) Nurse (N=49) Others (N=54)  

 N (%) or 

Mean ± SD 

N (%) or 

Mean ± SD 

N (%) or 

Mean ± SD 

F or χ2 P value

Age (years) 36.46 ± 6.72 31.63 ± 5.45 31.11 ± 7.64 5.73 .004**

Education (years) 18.96 ± .75 15.02 ± 1.38 14.11 ± 2.87 46.06 .000**

Gender 

  Male 

  Female 

 

24 (100) 

0 (0) 

 

3 (6.1) 

46 (93.9) 

 

26 (48.1) 

28 (51.9) 

 

59.98 

 

.000**

Marital status 

  Single 

  Married  

  Divorced 

 

4 (16.7) 

20 (83.3) 

0 (0) 

 

20 (40.8) 

28 (57.1) 

1 (2.0) 

 

28 (51.9) 

26 (48.1) 

0 (0) 

 

10.16 

 

.038* 

 

 

PBI 

  Paternal care 

  Paternal protection 

  Maternal care 

  Maternal protection 

 
22.54 ± 5.88 

12.21 ± 4.80 

25.33 ± 4.26 

12.21 ± 5.56 

 
22.49 ± 6.66

13.16 ± 5.24

24.24 ± 5.12

12.41 ± 4.93

 
22.69 ± 4.84 

13.67 ± 4.22 

23.74 ± 4.46 

13.96 ± 5.23 

 

.02 

.79 

.96 

1.53 

 

.985 

.457 

.387 

.220 

EPQ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7.46 ± 3.34 

2.75 ± 2.71 

 
8.88 ± 2.91 

2.84 ± 2.24 

 
8.02 ± 3.67 

3.70 ± 3.06 

 

1.68 

1.71 

 

.191 

.185 

CHQ       

  1st total score  1.63 ± 3.02 .80 ± 1.41 1.69 ± 2.27 2.45 .091 

CHQ < 3 19 (79.2) 44 (89.8) 42 (77.8) 2.85 .241 

CHQ ≥ 3 5 (20.8) 5 (10.2) 12 (22.2)   

  2nd total score a   .59 ± 1.26 1.02 ± 1.50 1.49 ± 2.22 2.11 .126 

CHQ < 3 20 (90.9) 42 (87.5) 42 (79.2) 2.14 .343 

CHQ ≥ 3 2 (9.1) 6 (12.5) 11 (20.8)   

Life event a       

Yes 7 (31.8) 13 (27.1) 18 (34.0) 0.57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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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5 (68.2) 35 (72.9) 35 (66.0)   
* P < .05, ** P < .01; PBI: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EPQ: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CHQ: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a follow-up stage, 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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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results of comparis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wice evaluation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hospital workers for SARS care (N=123) 

 t / r P value 

Comparison   

Somatic symptoms   .20 .844 

Anxiety and worrying  1.78 .077 

Depression / poor family relation  .48 .630 

CHQ total score  .58 .562 

Correlation   

Somatic symptoms  .27  .002* 

Anxiety and worrying  .25  .006* 

Depression / poor family relation .34  .000* 

   CHQ total score .32  .000* 
* P < .01; 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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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parsimonious model used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hospital workers for SARS care 

Variable B P value 

1st stage   

Maternal care -.08 .015 

Neuroticism .44 .000 

Constant 1.95 .031 

2nd stage   

Stress event .32 .017 

Paternal care .03 .011 

Neuroticism .07 .002 

Constant -.64 .016 
B: regression coefficient; dependent variable: total scores of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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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inal robust parsimonious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of maternal bonding, 

neuroticism and mental health in hospital worker for SARS care (nurses vs. others) 

1-a  Preliminary stage                      1-b  Follow-up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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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pbi_mc: mother care; pbi_mp: mother protection; 

epq_n: neuroticism; chq_t1: total scores of CHQ of first stage; chq_t2: total scores of 

CHQ of follow-up stage; somatic: somatic symptoms of CHQ; anxiety: anxiety and 

worrying of CHQ; depress: depression/poor family relation of CHQ; event: life events; er: 

error.  

Dummy variables of group_n: 1 refers to nurses; 0 refers to physicians combined other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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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表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突發性災難後之精神心理復健－以 SARS 為例 

計畫主持人：龍佛衛 

計畫編號：NSC 93－2625－Z－393－001 學門領域：神經內科 

研究內容與 
原計畫相符程度

原計畫因執行困難而需變更之項目： 

1. 預計收案之對象包含醫院第一線工作人員、確定或疑似案

例、居家隔離家屬等。然因當時人人擔心被當成 SARS 個案

而遭到排斥，致使收案不易；除了醫療工作人員之外，僅能

訪到 1 名疑似案例、2 名家屬，以及 18 名與疑似案例同一病

房而遭隔離之精神科病患。因此，本研究修改原收案條件，

針對醫療工作人員（以職業別分組）進行追蹤評量。 

2. 原訂治療方案除了受到上述因素影響之外，個案大多自覺不

需接受進一步治療（參與意願低），且經評估亦未發現有因身

心創傷而需立即接受治療處遇者，因此調整本研究之目標，

著重於探討 SARS 災難對醫療工作人員心理健康的危險及持

續影響因素。 

學術或應用價值

1. 研究成果可提供制定災後心理復健計畫之參考，有助於復健計

畫執行時之個案評估及介入處遇工作的進行，並可提供未來類

似之重大災難之預防或介入處遇的參考。 

2. 研究結果可整理投稿於學術期刊雜誌，促進學術交流。 

主要發現 

1. 個案的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與經歷災難後之心

理健康狀況無明顯的關聯。 

2. 在探討生物性災難對於醫療照護人員的身心影響時，除了探

討如人格特質之直接影響因素之外，更應追溯至更早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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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兒童時期與父母間的依附關係或其他可能的間接影

響因素。 

3. 個體與母親的依附關係以及本身的神經質人格傾向為影響災

後心理健康狀況之危險及持續因子 -- 母親若給予較多的關

懷，可降低遭遇壓力事件後的身心不適情況，而過度的保護

則可能造成神經質人格傾向，並間接影響心理的調適狀況。 

4. 醫護人員在專業訓練過程被教育須堅守職責、以維護病患的

健康為己任，因此在照護病患的過程中即容易產生自我犠牲

的意識，而忽略對自己的照顧，並容易出現 compassion fatigue

的情形。而僅以自陳式的評量工具通常無法呈現這些較深層

的內在動力機制，應藉由深入會談的方式或其他更客觀的評

量來清楚呈現此些內在機制，有助於釐清需要幫助者的問題

核心，以提供適切的介入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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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雙親教養態度評量表 
    
     這一份問卷列出各種雙親態度和行為，請仔細回答想您父親／母親  日期：          
在您 16 歲前，對您的教養態度，分別在每一個問題中勾選出符合您情況  編號：          
的答案。                                                         年齡： 
                                                                 類別：父親/母親 
 
 非常 

符合 
符合 不符合 非常 

不符合 
 1 用溫和、友善的口氣和我說話。 □ □ □ □ 
 2 沒有給我所需要的充分幫助。 □ □ □ □ 
 3 讓我做我想做的事。 □ □ □ □ 
 4 對我似乎很冷淡。 □ □ □ □ 
 5 清楚地瞭解我的問題和困擾。 □ □ □ □ 
 6 對我是關愛的。 □ □ □ □ 
 7 喜歡讓我自己做決定。 □ □ □ □ 
 8 不希望我長大。 □ □ □ □ 
 9 想要控制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 □ □ □ 
10 侵犯我的隱私。 □ □ □ □ 
11 樂於和我商量事情。 □ □ □ □ 
12 常常對我微笑。 □ □ □ □ 
13 對待我像嬰兒一樣。 □ □ □ □ 
14 好像不瞭解我的需要或是我想要的。 □ □ □ □ 
15 讓我為自己的事做決定。 □ □ □ □ 
16 讓我覺得自己是多餘的。  □ □ □ □ 
17 當我沮喪時，能讓我覺得好過些 。  □ □ □ □ 
18 不常跟我說話。 □ □ □ □ 
19 試圖使我需要依賴他。 □ □ □ □ 
20 讓我覺得除非他在我身旁，否則我無法照顧自己。 □ □ □ □ 
21 給我足夠的自由。 □ □ □ □ 
22 讓我自由外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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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過度保護我。 □ □ □ □ 
24 不讚美我。 □ □ □ □ 
25 讓我依自己的喜好去打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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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艾氏人格問卷（成人版） 

姓名：                     

 
 
 
 
□ 是 □ 否  1.您有許多不同的愛好嗎？                      
□ 是 □ 否  2.您的心境常常時好時壞嗎？                    
□ 是 □ 否  3.您是個健談的人嗎？                           
□ 是 □ 否  4.您很活潑嗎？                                 
□ 是 □ 否  5.您常為您不該說或不該做的事情擔心嗎？         
□ 是 □ 否  6.在一個熱鬧的晚會上您能放開自己玩得開心嗎？  
□ 是 □ 否  7.您喜歡結識新朋友嗎？                         
□ 是 □ 否  8.您喜歡外出嗎？                               
□ 是 □ 否  9.您常有內疚感嗎？                             
□ 是 □ 否  10.您有許多朋友嗎？                            
□ 是 □ 否  11.您常會擔心可怕的事情發生嗎？                
□ 是 □ 否  12.您常主動結交朋友嗎？                        
□ 是 □ 否  13.您認為自己很緊張或繃得緊緊的的嗎？          
□ 是 □ 否  14.與別人在一起時，您通常是靜靜的嗎？          
□ 是 □ 否  15.您能輕易地使一個平淡的聚會活躍起來嗎？      
□ 是 □ 否  16.您喜歡講笑話或好玩的故事給朋友聽嗎？        
□ 是 □ 否  17.您會失眠嗎？                                
□ 是 □ 否  18.您常覺得毫無緣由的很疲勞嗎？                
□ 是 □ 否  19.您常覺得生活很枯燥嗎？                      
□ 是 □ 否  20.在一次難堪的經歷以後，您會擔心很久嗎？      
□ 是 □ 否  21.您覺得自己「有點神經兮兮」嗎？              
□ 是 □ 否  22.您常覺得孤單嗎？                            
□ 是 □ 否  23.您喜歡周圍有很多刺激與興奮嗎？              
□ 是 □ 否  24.別人覺得您很活潑嗎？                        
□ 是 □ 否  25.在社交場合您總是躲在後面嗎？     
 

請在每個問題前面的「是」或「否」上打 v，問卷中沒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也

沒有圈套，請盡快完成此份問卷，不必對每道題目的含意考慮太多。 



 35

附錄三 
華人健康問卷 

 
 
在答覆問題之前，請先仔細閱讀以下幾點說明: 
 
1. 我們想了解您在最近一兩個星期當中的健康情形如何，有沒有什麼

醫療方面的問題。請在各項問題的四種答案中選出您認為最適合於

說明您的情況的一項。 

 

2. 請記住我們想知道的是您目前的健康情形。凡是以前有而現在沒有

的問題請不要用來做答覆。 

 

3. 請您儘可能答覆每個問題，不要空白。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更清楚

您的健康狀態。 

 

4. 若已了解以上說明，請開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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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最近是不是： 
 

1 覺得頭痛或是頭部有壓 
  迫感？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2 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 
  擔心可能得了心臟病？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3 感到胸前不適或壓迫感 
  ？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4 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5 覺得睡不好？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6 覺得許多事情對您是個 
  負擔？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7 覺得和家人，親友相處 
  得來？    

 □ 比平時 
  更好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差一些 

□ 比平時 
  差很多 

8 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9 覺得神經兮兮，緊張不 
  安？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10 感到未來充滿希望？  □ 比平時 
  更好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差一些 

□ 比平時 
  差很多 

11 覺得家人或親友會令您 
   擔心？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12 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 一點也不 □ 和平時 
  差不多 

□ 比平時 
  較覺得 

□ 比平時 
  更覺得 

 


